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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反抗与规训：霍桑《红字》中的超验主义批判

程 靖
1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在《红字》中，清教社会通过规训技术，将权力渗透至海丝特主体

的身体与精神，塑造了服从性的社会秩序；海丝特在规训过程中依托超验主

义式的主体意识重构自我，以针线劳动对权力秩序的有限抵抗，展现出个体

主体性的生成过程。然而，这种主体生成并未导向绝对自由，其重返新英格

兰并重新佩戴红字，表明主体始终无法脱离权力关系而获得完全自主，反而

在持续的规训过程中不断被重塑。霍桑由此既肯定了个体反抗的伦理价值，

又揭示了超验主义关于个人自由与主体自主的理想难以超越现实权力结构

的限制，从而完成了对超验主义自由观的反思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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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carlet Letter, Puritan society operates through disciplinary techniques that
inscribe power upon both the body and the mind of Hester Prynne, thereby producing a social
order grounded in obedience. Within this regime of discipline, Hester reconstructs her selfhood
through a transcendentalist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ivity, while her needlework serves as a mode
of limited resistance to the prevailing order, illustrating the process of subject formation. Yet this
process does not lead to absolute freedom. Hester’s return to New England and her voluntary
reassumption of the scarlet letter reveal that the subject can never achieve complete autonomy by
escaping relations of power; rather, subjectivity is continuously constituted and reconstituted
through the ongoing operation of disciplinary power. Hawthorne therefore not only affirms the
ethical value of individual resistance but also expos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ranscendentalist
ideals of individual freedom and autonomous subjectivity within existing power structures,
ultimately offering a critical reappraisal and revision of the transcendentalist conception of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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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纳撒尼尔·霍桑的作品《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问世起，

海丝特·白兰始终是文学研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受美国思想史研究与新英

格兰文化研究的影响，大量学者倾向于将海丝特视为成功反抗清教压迫的英

雄。迈克尔・科拉库尔西奥认为（Michael Colacurcio）海丝特如安妮・哈钦森

一般，“是与神权统治、男权主导的社会正面冲突的非凡女性”。[1]461达班

迪和贝亚德（Ali Hassanpour Darbandi and Maryam Beyad）同样将其视作一

位“彻底的反清教人物”，甚至认为她颠覆了“马萨诸塞殖民地首任总督约

翰・温斯罗普所确立的、清教徒眼中永恒不变的道德准则”。[2]39英雄形象背

后描述的是海丝特的历史行为，而自立解释的是该英雄行为背后的精神机制。

在这一观点的阐释路径中，海丝特往往被赋予“爱默生式自立”的精神谱系，

她“行事抉择之时，唯笃信心底最本真的直觉”。[3] 100她被视作“一位超验

主义女英雄，她与社会的冲突，可视为社会建构的身份与个体身份的对抗”。

[4]55然而，此类观点虽然揭示了小说中海丝特的反抗维度，却在相当程度上

简化了她与社会权力结构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若引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理论，《红字》所呈现

的并非一个单纯的自由主体的成长故事，而是一则规训权力机制的早期寓言。

小说中海丝特确在反抗清教规训权力，且是以一名超验主义者身份进行的反

抗。然而，若海丝特最后真的成功抵抗了规训权力，那为何她最终仍选择重

新佩戴红字，回到新英格兰？鉴于此，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法与福柯的权力规

训理论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点探讨《红字》与规训相关的三个核心议题：

首先，小说中无处不在的惩罚技术学是如何运作的？其次，超验主义者海丝

特对于权力是如何反叛的？最后，海丝特的回归背后隐藏着霍桑对于超验主

义以及规训权力怎样的态度？基于对文本的深度诠释，本文旨在揭示《红字》

不仅再现了权力如何塑造主体，也通过对反抗与规训的复杂书写，体现出霍

桑对超验主义话语的深刻反思与修正。

1. 无处不在的惩罚机制运作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认为，惩罚权力的演变历史主要包括三

个阶段。霍桑的《红字》对三种惩罚方式都有所指涉。一是中世纪末和旧制

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公开酷刑景观，此时的惩戒是对犯罪的回答，“既展

示了罪行，同时又展示了制服罪行的君主权力”。[5]103如在第二章中，叙述

者向我们展示了早年波士顿地区的残酷刑罚场面，“在这笞刑柱上受到管教”，

“鞭挞出城”，“挨着鞭子给赶进树林”，或“吊死在绞架上”。[6]45这些

惩罚方式以罪犯的肉体为对象，通过制造过度痛苦的酷刑仪式，以期达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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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效果。 它具有“残忍性、展示性、暴力性、力量悬殊的演示，精细的仪

式”，早年清教徒正是通过这种肉体的仪式，以此彰显清教权力的绝对权威。

[5]53-54

到了十八世纪末，为提高惩罚的效率，减少其经济和政治代价，一种新

的的惩罚艺术策略由此而生。这套策略“建立在一种表象技术学上”，掌握

权力者制定一套能够让犯人服从权力关系的符号体系。[5]117此时的惩戒不再

是“一种展示的仪式，而是一种表示障碍的符号”。[5]104惩罚的方式不再重

点作用于犯人的肉体，而是为了与规范的法律话语联系起来，在犯人精神意

识上发挥作用，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惩罚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为了全体社

会成员的公众好处。它“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

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的一个原则”。[5]113

换言之，惩罚技术借助于符号表象，让民众在特定的罪行观念与特定的惩罚

观念之间产生联系，从而形成道德的威慑。

海丝特·白兰从一个黑暗的封闭空间被推向波士顿中心的刑台，看起来

呈现的是惩罚权力的第一阶段。但其实不然，因惩戒中残酷的身体酷刑，并

未施加在海丝特身上。她所受到的惩处只是“在刑台上罚站示众一段时间，

而无需受扼颈囚首之苦”。[6]51正如尚晓进所言，白兰刑台示众的场面，归

根到底“展示的是十八世纪末以表征为旨归的惩罚权力，而非酷刑时代的刑

罚场面”。[7]236海丝特的刑台示众，与其说是为了摧毁她的肉体，不如说是

为了开展一种“重新灌输符码的仪式”。[5]124在第三章中，叙述者借镇上居

民之口点出白兰太太所受之惩罚，即“胸前要永远佩戴一个耻辱的标记”。

[6]57海丝特佩戴红字站在刑台上受罚，不仅使其蒙羞，更向社群训诫。此时，

刑台成为权力展演的可见场所，清教道德权威在此宣示，社会规范在此强化。

正如罗杰·齐灵渥斯所言，海丝特的判决是“聪明的判决”；通过示众，犯

罪——惩罚符号偷偷溜进一切人的头脑之中，红字就这样“成了告诫人们抵

制罪恶的活训条了”。[6]57按照严格的符号逻辑，红字传递着教训，海丝特

本人也成为一则告诫试图僭越者的活寓言。海丝特就这样被塑造成“布道师

和道学家指指点点的一般象征，借以形象具体说明女性的脆弱与罪孽的情

欲”。[6]70用福柯的话说，这种惩罚，目的在于“给人们一个教训，任何一

个惩罚都应是一则寓言”。[5]127

然而这种符号刑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刑罚能够改变、修正和确

立符号，设置障碍”。[5]120福柯指出，“当情欲开始弃恶从善时，人们就不

应该以同一方式或同样持久地约束脆弱的情欲机制。惩罚应随着自己产生的

效果而逐步减轻”。[5]121因此，红字的含义随着海丝特行为的变化而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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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被迫独处一隅的岁月中，海丝特一直施惠于人，“每逢灾难，无论是

普遍的还是个人的，这个为社会所摒弃的人，都会马上挺身而出”。[6]146也

正因如此，那本象征着罪恶的标记，此时在许多人眼中变成“能干”的象征

[6]147。

除此之外，《红字》中还反映了十九世纪的规训技术，主要以监狱机制

与普遍化的监视为主。虽然《红字》的设置背景是十七世纪的波士顿，但小

说与十九世纪的时代语境也时有牵涉。斯塔布斯（John Stubbs）认为，霍桑

“借鉴了十九世纪中叶一种特定的传奇小说体裁”，以便“与美国独特社会

境遇的剖析紧密绑定”。[8]1439换言之，霍桑刻意运用殖民地背景作为一种形

式策略，以此来阐明与他所处时代相关的问题。“规训”是《规训与惩罚》

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福柯赋予这个词以新的含义，“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

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5]193在福柯看来，最能体现

这种规训权力机制的便是边沁（Bentham）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

这种建筑构造可以保证对犯人时时刻刻地进行全景监视，“在被囚禁者身上

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5]226

《红字》开篇对监狱的描写可谓独具匠心，读者首先看到的是“房门是用厚

实的橡木做的，上面密密麻麻地钉满大铁钉”。[6]43在海丝特出场之前，一

大群看客已经聚在狱门前，“通过这扇狱门，海丝特就被放置于看客和读者

双重的监视之下”。[9]42叙述者指出，“这块土地上早早便诞生了文明社会

的那株黑花——监狱”。[6]44森严压抑的监狱正是清教权力用来规训、惩罚、

排斥异端的典型空间，海丝特就是被该权力判定为有罪、越轨、不正常的人。

在这样一个充满权力威慑的清教社会空间内，人们被这些“大铁钉”镶嵌在

一个固定的位置，变成了被权力规训的对象。

而为了使权力自动化运作，必须使它具备无所不在的监视机制，“有上

千只眼睛分布在各处，流动的注意力总是保持着警觉，有一个庞大的等级网

络”。[5]240清教社会利用一套精密的微观权力机制，试图通过对海丝特进行

规训从而来维护社会秩序。对海丝特的规训正是始于“权力的眼睛”无处不

在的监视。[10]149海丝特的丈夫罗杰·齐灵渥斯，是这一监视机制中的监视者

之一。这位监视者在刑台示众的海丝特还没看到他之前，“他的目光早已直

勾勾地盯上了她”。[6]54海丝特监禁期间，齐灵渥斯为海丝特摸脉之际，“还

观察她的眼睛——他的盯视是如此熟悉，此刻却陌生而冷酷”。[6]65当海丝

特拒绝说出共犯者之时，齐灵渥斯自信地说道，“无论是在外部世界上的，

还是在不可见的某种思想深处之中的——都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逃过一个对

解决神秘问题孜孜以求的人的眼睛”。[6]67换言之，一切都在那双权力的眼

睛之下无处遁形。对海丝特的监视同时还来自清教当局，在监禁期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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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狱后的海丝特就置身于监视网络之中，随时随地受到清教社会的监视。虽

离开了现实存在的监狱，她却进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监狱。海丝特所住的茅

屋所在“半岛上只长着一丛孤零零的矮树，非但没有遮住茅屋，反倒像是在

指示出这里有一个目标，而那个目标原本不情愿或至少是应该被挡得看不见

的”；即便身处偏的茅屋，她的谋生仍需“在严密监视她的当局处获准”。

[6]72也是在此处，孩子们“窥视她在茅屋窗边飞针走线，窥视她伫立门前，

窥视她在小花园中耕种，窥视她踏上通往镇子的小径”[6]72。

在这种监视机制的压力之下，每一个人都逐渐自觉地实现自我监视，自

觉地接受道德改造。“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

实，使他们总是处于支配地位”。[5]211长期以来，社会的严密监视使海丝特

内心敏感而痛苦。陌生眼睛的凝视、熟人目光的冷冷一瞥，都让海丝特下意

识地“感到被人们注视那标记的可怕的痛苦；那地方不但永远不会结痂，相

反，看来还会随着逐日的折磨而变得益发敏感”。[6]76福柯指出，当处于被

监视的人意识到权力的监视，“他使这种压制自动地施加于自己身上。他在

权力关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他成

为征服自己的本原”。[5]227由于长期处于社会注视的压力下，海丝特将外部

的道德审判内化，这种内化的纪律塑造了她的余生。 全景敞视的威力可见

一斑，监视把外在的压制转化成了被监视者内在的自我审判。这便是清教法

庭“对她极其狡狯地安排下的惩罚，时刻不停地以种种方式使她感到永无休

止的悸痛”[6]76。

2. 超验主义者海丝特的针线：从规训到反抗

福柯认为，反抗和权力是并存的，“只要存在这种权力关系，就会存在

反抗的可能性”。[5]47清教规训权力的存在必有反抗的存在，海丝特一生都

带着浓重的反叛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海丝特的反叛是以一位超验主义者

的身份进行反抗的，她的反叛实质上反映了清教社会的权力技术与超验主义

个体意识之间的博弈。在《红字》中，霍桑笔下塑造的海丝特·白兰一开始

是作为一个激进叛逆的超验主义个人主义者出现的，在她身上有着爱默生式

的英雄特质。

超验主义主张个体应当信任自己的直觉而非外部教条，正如爱默生所说：

“要相信你们自己的思想，要相信在你内心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对于所有的人

来说同样如此——这就是天赋使然”。[11]169这种相信自己直觉的天赋在海丝

特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她不从法律或教会中寻找真理，而是遵从自己内在

的直觉。首先，海丝特的通奸行为本身就是对当时严苛的清教律法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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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是对当时清教社会权威的反叛。这种反叛对于当时处于清教社会权

威之下的新英格兰人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清教移民“将宗教和法律视

同一体”，不管是最轻微的还是最严重的涉及公共纪律的条款，“都同样令

他们肃然起敬和望而生畏”。[6]45而身处在这个清教权威极盛的社区，海丝

特出于自主的意志却做出惊世骇俗的通奸行为。她的内心深处具有一种激进

狂野的个性，在走出牢门之时，海丝特甩开狱卒，“像是出于她自主的意志

一般走进露天地”。[6]48然而海丝特最大的错误不在于其通奸行为，而在于

她内心蕴含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正如伯克维奇在《惯于赞同：美国象

征建构的转化》中指出，“海丝特的错误不是性方面的逾矩行为，而在于她

作为一个个人深受当初愈来愈激进的思想影响”，小说向我们展示的是“一

个受敌对情绪哺育的个人，一个拒绝内省内疚竭力保护自己的个人，一个用

苦行来逃避悔罪的个人”。[12]184-185此外，面对清教社会的审判，海丝特表

现出了极大的自立意识。她拒绝透露珠儿父亲的身份，她坚信自己与丁梅斯

代尔的“所作所为其本身是一种神圣的贡献”，这种对内在直觉的信任是典

型的超验主义立场。[6]178

另外，超验主义者认为自然是神性的流露，是逃离社会伪善的避难所。

爱默生认为，从人们一进入自然开始，“他就卸下了习惯的包袱”。[10]2森

林在《红字》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海丝特和阿瑟·丁梅斯代尔看似能抛

开社会规训之地。在林中，海丝特卸下“耻辱的重荷”，牧师取下“那好名

声的空虚的面具”。[6]179无怪乎叙述者感叹道，“这就是大自然——从未被

人类法律管制过的、也从未被更高的真理照射过的蛮荒的、异端的、森林中

的大自然！”[6]186正如爱默生所言，在自然中，“没有历史，没有教堂，也

没有政府，他们不会出现在这神圣的天空和不朽的岁月里”。[10]2也是在此

处，海丝特的另一面——即激进的一面显现出来。当牧师得知齐灵渥斯正是

海丝特过去的丈夫，自己已被其监视时，他的道德要求化为一种彻底的绝望。

海丝特劝他，“把你遭到的一切损害都留在发生地吧。不要再去理睬它！一

切从新开始！”[6]181耻辱，社会的规训力量一切似乎在自然中烟消云散。在

森林这一“道德荒野”中，海丝特的激进思想得以自由驰骋，甚至开始质疑

“人类的风俗制度”和“由教士和立法者所建立的一切”。[6]168-183白兰正是

以这种激进思想和自由精神，“解开别着红字的胸针，从胸前取下红字，远

远地抛到枯叶之中”。[6]185海丝特丢弃字母，这一举动“是她反抗清教徒的

最终、最彻底的姿态”，但她“在反抗清教神学的同时，也复刻了这一神学”。

[13]174故事后来的发展告诉我们，这种超验主义过激的个人主义思想被现实所

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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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超验主义者海丝特是如何反抗清教规训权力的呢？海丝特的

针线这一意象对于理解海丝特的反抗尤为重要。海丝特的反抗并不是公开革

命式的，而是一种“隐形书写”的反抗。[14]95在《红字》中，海丝特·白兰

的针线是一门维持生计的手艺，“足以养活她自己和日见长大的婴儿”。[6]73

但针线并不只是谋生技能，而且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反抗实践。她通过刺

绣、缝纫和服饰审美，对清教社会的规训权力进行了柔性而持续的反抗。本

应被排除在外的罪孽者，她的针线活却“出现在总督的皱领上、军人的绶带

上、牧师的领结上，装饰在婴儿的小帽上，还给封闭在死人的棺木中霉烂掉”。

[6]74那用来显示耻辱的红 A字，却被海丝特“用红色细布做就、周围用金丝

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不止是制作绝妙的红字，连海丝特的衣服“其艳丽

程度大大超出了殖民地俭朴标准的规定”。[6]48在海丝特内心深处，似乎认

定自己的所作所为并非罪孽。因此，她甩开狱卒的蔑视姿态，她对那枚红字

的艺术化处理，显露了她对自己行为罪孽的否定。试图通过隐秘地否定罪来

反抗社会权力的规训，使清教首领无法行使完全的掌控权。正如叙述者所说

的那样，对海丝特来说，针线是“一种抒发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慰藉自

己对生活的激情”[6]74-75。

其次，海丝特给珠儿的服饰打扮似乎别有深意。珠儿的服装“给人一种

充满幻想、勿宁说是奇思异想的印象”。[6]74这样的打扮似乎还有更深的含

义。叙述者随后指出“她的母亲怀着一种病态的动机”，仿佛经过精心装扮

的珠儿身上“有一轮圣洁的光环围绕着她”。[6]80仿佛经过盛装打扮过后的

珠儿纯洁如天使，而不是罪孽的标志和产物。在“总督的大厅”一章中，原

因浮出水面，当贝灵汉总督试图将珠儿从海丝特的身边带走，海丝特却道，

“是珠儿叫我还活在世上！也是珠儿叫我受着惩罚！你们看见没有？她就是

红字”。[6]101正因珠儿是活的红字，海丝特才想尽一切办法将其精心装扮，

用针线艺术试图掩盖其罪孽的象征。在针线艺术的作用下，珠儿的天性似乎

是海丝特的翻版。正如齐灵渥斯对其评价道：“在那孩子的气质中，根本没

有法律，没有对权威的敬重，对于人类的法令或意向，不管正确与否，都不

屑一顾”；丁梅斯代尔称其为，“只有把法律破坏得支离破碎的自由”；叙

述者评价道，珠儿仿佛“是由新元素刚刚做成的，因此必得获准去过她自身

的生活”。[6]121-122但海丝特通过针线试图将珠儿伪装成纯洁的天使，这一举

动终究只是一种虚伪的掩耳盗铃，并未触及实质。当海丝特将红字摘下弃之，

珠儿“那一对明亮而狂野的眸子，时而盯着她母亲，时而盯着牧师，时而同

时盯住他们两个”，权力的眼睛发现了僭越者。珠儿“一边这样狂暴地扭动

着，一边厉声尖叫，震得四下的树木一起回响”，即便好似一人无理由地发

脾气，“却像是有一群不露面的人在同情地给她助威”。[6]191-192当有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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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僭越权力规训的密网之时，权力的机器开始运作。只有当海丝特重新佩

戴红字，珠儿才能承认其母亲身份，“现在你才真是我妈妈了！而我也是你

的小珠儿了！”[6]194。

3. 海丝特的回归与驯顺的肉体

海丝特的确反抗了清教社会，她看似通过针线实现了主体的独立，但这

种独立恰恰是规训权力最有效的运作结果。福柯指出，一种“权力力学”，

规定了人们“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

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驯顺的’肉体”。

[5]156在《红字》中，海丝特虽因通奸罪遭到羞辱，但并未完全被清教社会排

斥，而是被允许以针线维持生计。这一安排表明，针线本身便不是自由选择，

而是权力制度规定的合法劳动形式。更重要的是，她主动以劳动维持自身与

女儿的生存，自觉遵守节制和慈善等清教伦理规范。从规训逻辑来看，这正

是权力目标的实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海丝特并不是简单的反抗英雄，而

是现代权力机制成功塑造的典型主体。她将外部惩罚转化为自觉劳动，把社

会监控内化为道德责任，并在看似自主的实践中持续再生产清教秩序。

明白海丝特为何选择重新戴上红 A字，以及重新回到美国是至关重要的。

在《红字》结尾，海丝特在欧洲享有优渥生活后，最终仍选择回到波士顿的

小屋，并重新戴上红字。超验主义者海丝特的回归看似是其精神自由的体现，

实则背后隐藏着清教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妮娜・拜姆（Nina Baym）认为海

丝特的归来，“象征着女性的自由始终被爱所局限”。[15]222但与其说海丝特

是爱的束缚，不如说她是被更隐秘的权力技术所约束。海丝特的回归正符合

福柯所说的“驯顺的肉体”的产生，因其所作出的选择完全是“出于她自己

的自由意志，因为连那冷酷时代的最严厉的官员也不会强迫她了”。[5]240如

果说海丝特在小说前大部分以一种超验主义激进的状态，反叛清教社会的规

训；那么那个“尚未恪尽厥职”的红字，是使其从反叛到反思以致到最后心

甘情愿地将其内化的一个转折。[6]151她原本可以一走了之，或“自由地回到

她的出生地或任何其它欧洲国家，改头换面，隐姓埋名，一切从新开始”，

或“面对着通向阴森莫测的莽林的道路，也可以在那里逃脱制裁她的法律”。

[6]71做出这样的选择完全是可行的，也符合她那蔑视一切的个人姿态。但是，

那绣在胸前的红 A 字，那深深嵌入到她的心灵深处的红 A字，就像一条锁

链，将她与这片土地紧紧地束牢在一起。因此，海丝特·白兰选择回归新英

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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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特主动重返波士顿、重新佩戴红 A字这一选择，绝非一种精神自由，

个体独立的凯旋，而更应被理解霍桑对超验主义激进个人主义的一次终极修

正。红字早已不只是外在的羞辱符号，而是在长期社会凝视的持续塑造中，

被内化为海丝特主体意识的一部分。海丝特的最终回归，并不意味着个人意

志对社会秩序的彻底超越，反而揭示了主体身份始终是在权力网络内部生成

的事实。她早期所表现出的爱默生式的激进精神，即凭借个人意志摆脱清教

伦理与社会规范，在小说的终章被霍桑有意降温。在小说的结尾，红 A字完

成了它的职责——约束海丝特那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霍桑借此表明，人的

存在无法建立在孤立的自我崇拜之上，个人的尊严必须在社会性的和解与相

互依存中才能真正实现。

人们往往关注权力消极的压制性，却忽略了其积极的生产性。正如福柯

所言，我们应该抛弃那种信念，即“权力使人疯狂，因此弃绝权力乃是获得

知识的条件之一”，相反我们应承认，“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

[5]29在《红字》中，霍桑并未将海丝特·白兰塑造成一个单纯被压迫的受规

训者，而是揭示了她如何在清教权力机制之下获得某种有限却真实的话语生

产能力。红字既是她的枷锁，也是她能够在该社会中存在的唯一合法许可证。

正如海丝特后来领悟的那样，“很可能，那红字虽是一个严苛的符咒，但同

时也是一个守护神”。[6]165换言之，海丝特借助社会赋予的符号重新参与意

义生产，并最终影响社会对其身份的认知。正因如此，后来海丝特·白兰作

为妇女慈善会的志愿人员，才“有机会结识了船长和海员，她可以有把握为

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弄到舱位”。[6]197从海丝特重新佩戴红字，“那红字就

再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胸前”，而且“随着那构成海丝特生活的含辛茹苦、自

我献身和对他人的体贴入微的岁月的流逝”，那红字“变成了一种引人哀伤，

令人望而生畏又起敬的标志”。[6]240霍桑借此揭示了主体与权力关系复杂的

共生关系，海丝特既是权力规训的产物，也是权力生产性的见证者和再创造

者。

尽管规训权力的强大力量无可厚非，但海丝特的最终重新纳入社会秩序，

并不代表霍桑对规训权力的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丁梅斯代尔的死亡悲剧，正

是完全妥协于规训权力的反面教材。作为清教伦理的忠实实践者，丁梅斯代

尔将宗教教义内化为严苛的自我监控机制。这种高度内化的规训意识，使他

被囚禁在“其铁笼”之中，一旦“信仰的压力”消失，他便无法心平气和，

这决定了牧师接下来的死亡命运。[6]111他主动地承担起惩罚者和受罚者的双

重角色，“在丁梅斯代尔先生深锁的密室中，有一条血淋淋的刑鞭。这位新

教和清教的牧师，时常一边对自己苦笑，一边鞭打自己的肩膀，而随着那声

苦笑，就鞭打得更加无情”。[6]132这位牧师将惩罚的利剑指向自己，对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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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训的越轨，哪怕只是一次越轨的行为，他也会“将滔天之罪的痛苦与

徒劳无益的悔恨纠缠在一起，形成死结”。[6]135海丝特敏锐地指出，“在丁

梅斯代尔先生自己良知的正常活动之外，他的宁静已经受到一部可怕的机器

的干扰”，这一“可怕的机器”正是清教社会所建构的规训权力机制。[6]145

规训权力就是这样“无时无刻不睁着眼睛、不分轩轾地盯着所有的公民，但

又不用任何强制手段来迫使他们就范”。[5]316因此，丁梅斯代尔最终在众人

面前公开自己的罪行，与其说是道德上的自觉顿悟，不如说是规训权力长期

作用后的必然结果。临终前，他对海丝特所言“法律，我们破坏了……你就

只想着这些好了！我怕！我怕啊！”，这清楚地表明，他至死未能挣脱制度

性权力在其内心制造的恐惧。[6]234

4. 结语

在福柯权力规训理论的观照下，《红字》深刻展现了清教社会对于个体

实施的规训机制，并揭示了主体形成过程中自由与权力之间无法消解的内在

纠葛。霍桑并未否认个体追求自我实现的价值，也未全然接受清教秩序对人

的压抑性塑造；他真正关注的是，当超验主义主体试图以意志超越外在束缚

时，其所谓的“自由”本身往往已深深镌刻着社会的印记。海丝特的生命轨

迹因此构成一种具有悖论意味的精神寓言：她因反抗而获得主体意识，也因

主体意识而重新承担社会赋予的象征身份；她看似返回旧有秩序，实则以自

觉承担的方式将惩罚转化为存在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复杂而矛盾的运动中，

霍桑展示出对超验主义的深刻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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